
总之，人口的地理移动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

个领域却没有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除了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希望有更多

学者投身到美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真正理解美国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

亚裔美国人的婚姻融合研究

王玉君


　　跨种族通婚可以看成是社会距离和社会融合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被作为衡量

社会距离和社会融合的关键指标，当然很多时候也可以看成是原因，很多美国学

者在做相关的研究。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曾说过，种族之间的吸引和排

斥，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测量群体间是否存在性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长期的还

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来加以判断。在所有具备种族意识的群体中，是否存在这种

跨种族的婚姻或者通婚，是种族间吸引或者隔离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是基于韦伯

的创见去理解社会中的种族关系，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研究族群之间稳定的婚

姻关系来研究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我和你是不是平等，个人之间是不是平等，

很多时候可以通过我愿不愿意把你当作我的朋友、有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来

观察。

有数据表明，自１９６７年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反族裔通婚法律之后，美国跨

族裔通婚率在增加。１９８０年全美异族通婚率是１８１％，２００２年是２８９％，２０１５

年跨种族婚姻，比如说笔者所考察的亚裔跨种族通婚率是２９％。以前很多研究

是基于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但是现在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是族裔的人

口分布在发生变化，而且人口代际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出现了二代移

民，或者本地出生的亚裔人。通婚的模式随地理区域不同和种族组合的不同而大

有差别。有时候异族通婚中的族裔地理分布会被误解为社会距离，所以在有些学

者的呼吁之下，研究异族通婚既要考虑人口的地理分布因素，也要控制族裔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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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因素。

笔者首先对异族通婚文献进行简单的回顾。有三个理论解释异族通婚，第一

个是我们熟知的融合理论，异族通婚实际上是种族融合的要旨，美国社会学家米

尔顿·Ｍ戈登 （ＭｉｌｔｏｎＭＧｏｒｄｏｎ）提出了七阶段模型，认为融合首先是从文化

行为方式开始的，慢慢地会发生大规模结构融合、婚姻融合，进而会出现身份融

合、偏见消失、歧视行为消失。跨种族婚姻中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多与主流社会相

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但戈登的理论将融合视作一个单向且一致的过程，

即所有移民最终都将接受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产阶级的核心文化，其表

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和必然性使其受到很多批评。理查德·阿尔巴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

ｂａ）和维克多·倪 （ＶｉｃｔｏｒＮｅｅ）将该理论扩展以解释更多元的移民群体，认为

融合是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种族和民族内部存在差别。而种族或民族的社会边界

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可以随着代际更迭发生社会边界的 “模糊” “移位”或

“跨越”的，因此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拥有多元背景的移民融合会 “重建”美国

的主流社会。

第二个理论是结构理论视角。彼得·Ｍ布劳 （ＰｅｔｅｒＭＢｌａｕ）、奥迪斯·Ｄ

邓肯 （ＯｔｉｓＤＤｕｎｃａｎ）就提出，即使你可能没有这样的结婚偏好，没有将外族

人看作与你同等的人，但是因为机会的原则，你可能也会和外族人通婚。这一理

论关注人口结构构成如何影响婚姻选择，也就是潜在结婚对象的可得性是如何限

制或增加个体接触机会进而影响最终婚姻选择的。结构变量主要关注人口的规模

和构成，以及种族或失衡的性别比等对婚姻机会的形塑。布劳认为，通婚不仅受

到群体特定属性 （如群体规模和性别比）的影响，也受到群体间社会与空间距

离 （如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结构理论关心群际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关系的机会

问题，受少数群体的相对规模、族内潜在伴侣的可得性、族内多样性以及不同群

体间社会和空间距离的制约。

第三个理论是交换理论，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Ｋ莫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Ｍｅｒｔｏｎ）、乔治·Ｃ霍曼斯 （ＧｅｏｒｇｅＣＨｏｍａｎｓ）分别提出来的理论模式，认

为对非裔美国男性相比于女性更有可能与白人结婚的解释是，高学历非裔男性倾

向于用后天自致的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来换取白人女性先赋的社会地位，并将该

模式称为 “白人女性的下嫁”。有很多数据及早期的研究证实了莫顿等人的交换

理论，比如对白人和黑人婚姻的研究，或者拉美裔和美国白人婚姻的研究。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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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该理论解释其他族裔通婚实践的有效性进行质疑，比如有学者发现该交

换模式无法解释亚裔美国人的婚姻选择。

后来有学者试图对三个理论视角进行整合，认为机会 （即婚姻市场条件）

和偏好 （即群体间的社会壁垒和社会距离）模型可以解释异族通婚。基于这个

思想，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当地的婚姻市场去考察当地的机会和偏好，会不会有助

于把传统通婚研究中的三个视角整合起来？我们可以考察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如

当地婚姻市场中群体的相对规模、性别比、社会空间距离、教育因素、族裔通婚

比例等，而偏好是多维并且可交换的。我们可以综合以上的理论视角，并运用多

层模型控制当地婚姻市场条件，从而在分析通婚模式时能够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

素整合起来。笔者选择了美国２００８年社区调查数据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ｕｒ

ｖｅｙ，ＡＣＳ）１％的样本，有２８０万条个人记录。这是截面数据，可能会出现结婚

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调查时点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一样的情形，同时很多研究发

现，族裔通婚的离婚率是比较高的，再婚会有选择性偏差，所以我们借鉴了以往

的研究，将数据限制在婚龄小于５年的初婚，且年龄介于１５岁和５５岁之间。最

终的样本中出现的亚裔男性是３０９９个，亚裔女性也是接近这个数字。

我们使用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因为收入在婚前、婚

后有很大的变化，但教育程度的变化非常少。因变量是 “异族通婚”，为二分变

量，编码为１时指亚裔美国人与非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婚姻，０则指亚裔美国人内

部的婚姻。我们选择了多层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测量亚裔美国人与非亚裔美国人通

婚的概率，并对亚裔男性和亚裔女性分别进行模型估计。

自变量包括个体层次的变量和都市圈层级的宏观结构变量。本研究样本仅限

于在美国本土出生或初婚前来到美国的亚裔美国人，不包括在国外结婚后移居美

国的移民。异族通婚率通常随着在美国居住时间的增加而提升。在这里，我们使

用 “本土出生”来体现社会融合的观点，并创建了三个虚拟变量：美国本土出

生 （第二代移民及以上）、１４岁前移民到美国 （完全或部分融入美国社会，１５

代移民）和１４岁之后且初婚前移居到美国 （第一代移民，在原籍国家接受社会

化）。出生在美国和在美国长大的亚裔预计更有可能选择异族通婚。

我们使用 “英文能力”这个和教育程度有很大相关性的变量，来测量受访

者在家中讲英语的能力，并创建 “不讲英文／英文说得不好” “英文讲得好”和

“只说英文”三个虚拟变量。我们选择 “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是基于机遇和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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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考虑，比如大学提供了不同群体之间互动的场所，同时教育程度相同的人因

价值观、态度、生活方式相似也更容易产生同类婚。已有研究发现异族通婚往往

在高学历人群中更为常见。

都市圈层级的宏观变量，将综合大都会城市统计区和城市人口的大都会城市

统计区界定当地婚姻市场。我们使用了亚裔群体的相对人口规模、种族异质性指

数以及亚裔群体中的性别比等指标。测量群体规模的指标为２００８年都市圈层级

亚裔人口占总人口 （１５—５５岁）的比例，可以测量不同族裔群体间互动的机会。

相对规模较小的群体内，个体间接触机会很少，因而与群体之外的人群接触概率

较高。因此，群体相对规模对亚裔—非亚裔间婚姻可能存在负面影响，也就是

说，在保持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亚裔群体中选择非亚裔伴侣的可

能性比较低。

此外还有性别比的测量。本研究将都市圈层级亚裔女性与亚裔男性 （两组

群体年龄均在１５岁至５５岁）人数之比的自然对数作为性别比，范围是 （－∞，

∞）。若为０，表示性别比均衡；若大于０，表示亚裔男性数量少于女性；若小于

０，表示亚裔男性比女性数量多，因而亚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异族结婚对象。以

上对性别比的计算对亚裔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效应。对亚裔男性而言，性别比与

异族通婚呈正相关；对亚裔女性来说，性别比例与异族通婚呈负相关。

第三个因素是种族异质性的指数，就是多元化的指数。从结构理论来说，在

族裔群体多元且各群体人口分布比较均衡的城市，不同族裔个体间接触的机会比

较高，所以族际通婚率会更高。我们沿用了前人的计算方式，计算了异质性指数

（五个群体，未经标准化处理的种族异质性指数的理论范围是０到０８）。当异质

性指数为０，意味着从同一城市中任意抽取二人，他们会来自同一族群 （无种族

多样性）；指数为０８时，意味着任意抽取二人，他们会来自不同种族，即种族

多元性较强。

宏观理论结果也认为，在种族异质性比较高的市场中，亚裔和非亚裔通婚率

比较高。数据显示亚裔初婚配偶族裔的情形中，亚裔男性１７％左右是族外婚，

亚裔女性有接近３３％是族外婚。在最终的数据处理，由于都市圈里要考虑通婚

市场，我们就排除了很多亚裔人数少的城市。结论的确显示，移民信息在发生变

化，二代移民更容易族外婚。英语水平越高，确实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族外婚，但

是教育程度失去了效应，这个很奇怪，因为很多人都发现了教育程度的影响，我

９２

笔谈：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



们就把英语变量去除之后重新进行了分析，发现教育程度又显著了，教育程度和

英语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

一个比较奇怪的结论是，对亚裔男性模型来说，性别比应该是正向影响，如

果在自己族内找不到匹配的女性结婚的话，应该更多转向族外。但是为什么在这

样一个婚姻市场中，我们的理论推测失效了呢？后来我们进一步做了分析，发现

原来很多亚裔男性更多会选择回原国、回原籍地，找自己婚配的女士带到美国

去。我们确实也发现了大概有２８％的人，他们的妻子在结婚当年，或者结婚之

后才到美国，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考察了一下亚裔女性的因素，还是负的，这

确实对她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是女性，出现了找不到相匹配的男性，因为女性

多、男性少，她们是从美国当地婚姻市场找匹配的对象，更多的是族外婚，但是

对男性来说有其他的策略，比如从国内搬运。

如果我们用数据分析，可以看到通婚的比例在提升，同一个现象可能有不同

的机制。一个是人口本身的机制，因为人口本身可能会发生变化，人口结构发生

的变化造成通婚率的变化。另一个可能是人口通婚偏好的变化，即社会融合的影

响。我们需要去分析具体产生作用的机制。

跨国 “圣战”分子与中东政治变迁

田文林


　　中东地区的情况比较特殊。世界对中东地区的关注，首先不是它的经济发

展，而是安全形势。在中东最突出的跨国人口流动不是难民问题或移民问题，而

是跨国 “圣战”分子问题。前几年 “伊斯兰国”最活跃的时期，来自全球各地

的 “圣战”分子纷至沓来。仅仅在叙利亚，就有来自世界８０多个国家的３万多

名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来自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

伊斯兰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美欧发达国家。在此之前，１９７９年阿富汗战

争爆发后，同样是全球各地的 “圣战”分子赶赴阿富汗，参加反抗苏联的 “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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